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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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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新加坡的教师教育自1950年开始制度化,其政策演变共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

50—70年代初侧重于扩大教师队伍的数量;20世纪70—80年代转向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教师能力的培养;步入21世纪则顺应时势持续巩固发展。研究基

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从“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主体”3个方面对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

的变迁逻辑进行了理论阐释。宏观结构方面,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受经济制度发展、

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国际教育环境等深层因素的影响;中观制度方面,存在学习效应、协同效

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极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微观主体方面,政府、机构、教师等多方主体

的理性选择则构成推动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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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

教,强教必先强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核心在于不断推进教师教育的质量提升,

而这需要科学合理的教师教育政策予以支持

和引导。新加坡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被誉

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摇篮”[1],这离不开新加坡

不断变革发展的教师教育政策。作为新制度

主义政治学的关键分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

度的时间过程和关键时间点,以及政策自身的

反馈机制,将历史与制度有机结合,全面地展

现政策的历史性概貌和结构性特征,为理解政

策的形成、变迁和路径依赖提供了新的视角。

选用历史制度主义来分析新加坡教师教

育政策的变迁具有极强的适切性:一方面,将

政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与历史事件

相连接,可以帮助研究者清晰地梳理政策变迁

的脉络;另一方面,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

层面综合分析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背后

的制度逻辑,可以揭示政策存续以及转化的影

响因素,更全面地呈现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

迁的运行机理。本研究在构建分析框架时借

鉴了周光礼和吴越的三维结构分析范式,从理

性主义观、结构观和历史观出发,将理性主义

中的行动者、结构主义中的深层结构以及制度

本身结合起来[2],构建了“宏观结构—中观制

度—微观主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其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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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结构体现制度基础对政策的制约条件;中观

制度聚焦制度演进中呈现的路径依赖特征;微

观主体则关注在政策变迁中具体行动者的战

略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微观主体并不局限于

个体行为者,也包括在具体治理体系中直接影

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政府、机构等多元行为主

体。本研究将其统一纳入行动者维度,以便更

好地呈现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

图1 三维分析框架图

  一、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

逻辑

  将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迁划分为4个阶

段,遵循了“扩张—精进—能力—整合”的演进

逻辑。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4个递进的变

迁过程体现了制度由外部驱动到内部自我强

化的演化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教师教育政

策不只是教育改革的技术产物,更是国家发展

战略中制度理性与教育理性融合的典范。

(一)数量增长导向型政策阶段(1950—

1972年)

二战后,随着人口出生率上升、入学人数

增加,新加坡开始进行教育改革。中小学大量

招生,旨在扩大基础教育规模,实现普及初等

教育的目标。学生人数规模的不断扩大急剧

增加了教师需求。因此,提供系统的有组织的

教师教育培训变得至关重要。1950年,新加坡

教 师 培 训 学 院 (TeacherTrainingCollege,

TTC,以下简称“教师培训学院”)正式成立,标

志着新加坡教师教育的诞生[3]227,教师教育开

始制度化。在这一时期,新加坡的教师教育主

要由教师培训学院承担,其核心任务是为非大

学毕业生提供教师培训课程,旨在大量培养教

师以满足国家对教育工作者数量的迫切需求。

教师培训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3大领域,

即教育理论与学科知识、教师技能与教学方

法,以及教育实践类课程[4]。经过新加坡政府

和教师培训学院的共同努力,新加坡教师人数

从1959年的10590人增至1968年的19216
人[5]18,此时新加坡教师数量紧缺问题已得到

基本解决。1968年,新加坡的工业战略开始转

向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由于新加坡自然资源

匮乏,开发人力资源对政府支持其出口创汇战

略至关重要[5]14。由此,针对全社会劳动者的

素质教育不仅需要足量的教师,还需要高质量

教师。1968年,新加坡召开“教师教育会议”

(ConferenceonTeacherEducation),提出教师

角色须从知识的传播者向学习的指导者转换。

会议还提议建立教师教育会议继续委员会和

教育研究所支持教师教育的发展[6]。1970年,

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部长林金山向国会提出《教

育 学 院 法 案》(TheInstituteofEducation

Act)。该法案推动了新加坡教师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进而保障有充足的教师来培养符合社

会需求的劳动者[7]。

这一阶段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以数量扩

张为特征,其逻辑在于以数量扩张应对教育普

及的压力。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教师教育

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国家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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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功能性制度建构。教师培训学院的成立

不仅回应了人口增长的教育需求,也为后续教师

教育质量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揭示了政策早期

阶段以制度稳定支撑教育扩张的核心逻辑。

(二)质量提升导向型政策阶段(1973—

1990年)

20世纪70年代起,新加坡经济发展进入

稳定阶段,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不再单纯依赖

劳动力供给,而是需要提升人才质量以支撑经

济转型。这时的教师教育不仅关注教师培训

的数量增长,也开始重视教师教育的质量提

升。1973年,新加坡政府对教师教育类学院进

行了整合,组建了新加坡教育学院(Instituteof

Education,IE,以下简称“教育学院”),它成为

当时新加坡唯一的综合性教师教育高等学院。

在这一时期,新加坡教师教育培训由教育学院

主导,其不仅负责新加坡中小学教师的职前培

养,还关注教师的在职培训。新加坡教师教育

发展开始步入稳定上升时期,教师教育开始规

范化、体系化。为保证教师质量的提升,教育

学院在招聘学生的数量上加强了控制。数据

显示,1978—1988年,教育学院学生人数出现

波动式增长,但总体呈现负增长的趋势,平均

增长率仅为-0.9%[8]79。同时,教育学院重新

思考教师培训的重点,对教师教育开设的课程

进行改进。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指向教师专业

能力、个人能力以及素养的培养[9]。

在职前培养阶段,为培养教师教学实践的

能力、提升教师教学的质量与水平,教育学院

将教育实习作为职前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为

职前教师提供教育实习的机会。教育实习旨

在帮助职前教师通过真实课堂教学将理论与

实践联系起来[10]。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

院指定了17所中小学为“教育学院合作学校”

(IE-AssociatedSchool),这些学校成为师范生

进行教育实习的基地。实习学校向师范生传

授新的教学思路并提供实践机会,以便师范生

快速适应教师角色的转变[6]。在职培训阶段则

采用“区分层次、按需培训”的策略,以满足每

一位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针对性地促进教师

能力的发展[3]230。除了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

在这一阶段还关注教师教育研究素养的培养。

1983年,教育学院开始关注教师教育研究与教

师培训的联系,并将教育研究纳入职前和在职

教育课程中。1987年和1988年分别成立了教

育研究协会和教育研究组,以促进对教育研究

和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解[11]。在此基础上,教育

学院开始开设教育硕士课程。至此,新加坡教

师教育开始有大学化的倾向。

这一阶段,新加坡的教师教育政策着重于

教师的全过程培养,并将教育研究融入教师教

育课程,不仅发展了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

力,还提升了教师的研究素养,其政策逻辑体

现为由量转质。教育学院成为质量治理的中

枢,通过课程体系与实践改革形成制度化的质

量标准。制度在路径依赖中通过“学习效应”

实现了从数量积累到质量内化的演进。从数

量扩张型转向质量驱动型,标志着制度理性与

专业理性在教师培养体系中的初步融合。

(三)能力培养导向型政策阶段(1991—

2000年)

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启动了经济

结构转型计划,从独立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

本、技术密集型转变[12]。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浪

潮对教师能力提出新要求。1991年,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InstituteofEdu-

cation,NIE,以下简称“国立教育学院”)成立,

旨在吸引高质量的师范生加入,从而进一步提

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标志着新加坡教师教

育体系大学化[13],新加坡教师教育开始朝着高

学历的方向发展[3]231。作为新加坡教育部唯一

认可的自主教师培训机构,国立教育学院能够

与其他学院进行跨学科跨学院的研究与合作,

这对于增强教师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国立教育学院拥有极大的课程设置自主

权,这有利于教师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以

满足师范生专业能力提升的需要[14]。在这一

阶段,新加坡的教师教育由国立教育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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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国立教育学院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培

养工作,既包括在校学生的教师教育,也涵盖

在职教师的进修与继续教育。国立教育学院

为师范生提供了4项教师培训课程:一是引入

具有教育文凭的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二是引入

研究生教育文凭课程;三是面向幼儿教师和中

小学教师,继续保留原有的教育证书课程以及

教育文凭课程;四是引入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生

文凭方案和教育管理文凭方案的辅导计划[15]。

国立教育学院的课程完善了师范生的学历构

成,提升了学生的学历水平,为所有师范生提

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的教师教育

体系[1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帮助在职

教师尽快实现专业化的目标,新加坡教育培训

与发展司成立“教师联络中心”,专门负责中小

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并提供资金支持[16]。1997
年,为配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部出

台了第1版《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ICT-in-

EducationMasterplan1),旨在培养教师基本

的数字能力[17]。

这一阶段教师教育进入能力导向的制度

重塑时期,其核心在于通过大学化体制实现教

师教育的专业化与研究化。政策的演进反映

了制度的适应性预期逻辑,即国家通过教育学

院升级与课程创新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

需求。教师教育形成了以能力和专业为核心

目标的现代教师培养范式,彰显出制度进化与

师资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

(四)巩固发展导向型政策阶段(2001年至今)

步入21世纪,全球化与数字化趋势加快,

新加坡提出终身学习与教育创新战略。宏观

上,国际竞争推动教育改革进入内涵式发展阶

段;中观上,多样化的专业发展路径构建起制

度的稳固框架;微观上,新加坡政府逐步将权

力下放至学校和教师,教师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和主导权。2001年,新加坡教育部制订了“教

师专业发展和职业生涯服务计划”(Education

Service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Career

Plan,Edu-PacPlan),该计划为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了3种路径选择,教师可以根据自身能力

选择其一,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在这3条路径

中灵活地进行横向流动[18]。国立教育学院作

为新加坡唯一的教师教育学院,不断响应教育

部的政策变化,为新加坡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

卓越保障。2004年,国立教育学院对新教师的

培养计划进行了全面审查与改进,提出《新教

师 培 训 计 划 框 架》(FrameworkforInitial

TeacherPreparationProgrammes),阐明了作

为新教师所需要具备的理想素质,制订了价值

观、技能和知识(VSK)模型[19]。为了响应当时

教育部提出的建立研究生教师队伍的号召,

2005年,国立教育学院引入“专业发展连续模

式”(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ntinuum

Model),为即将毕业的师范生提供继续攻读研

究生学历的机会。2006年,国立教育学院与伦

敦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开办了第一个双学

位教育博士课程。2009年,国立教育学院推出

《21世 纪 教 师 教 育 模 式》(ModelofTeacher

Educationforthe21stCentury,TE21),着眼于

新加坡未来教师教育,提出多项增强教师专业

发展途径的建议,如价值观、技能和知识3.0
(V3SK)模型,毕业教师能力框架等。2010年,

教育部成立了新加坡教师学院 (Academyof

SingaporeTeachers,AST,以下简称“教师学

院”),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教师学院推

出了多项战略计划,如“教学技能培训计划”

“教师辅导计划”“学院学术交流计划”等,从而

为新入职的教师提供指导,让教师互相学习有

效的教学方法,以及为优秀的教师提供到海外

著名大学学习的机会等[20]30。2011年,新加坡

教育部制订教学框架(“TEACH”框架),从参

与、抱负、职业、和谐这4个维度来提升教师的

专业化培训水平[21]。在2012年的第六届全国

教师大会上,教育部又推出了教师成长模式,

鼓励 教 师 关 注 自 身 的 发 展 和 终 身 学 习[22]。

2018年,国立教育学院公布了《国立教育学院

2022战 略 愿 景》(TheNIEStrategicVision

2022,NIE2022),倡导“四生学习”的理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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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21世纪的教师教育方式,使职前教师能

够成为面向未来的教育工作者[23]。而《国立教

育学院2025战略愿景》(TheNIEStrategicVi-

sion2025,NIE2025)不仅延续了“四生学习”

的核心思想,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教师的角色

定位。新加坡意识到教师教育是动态变化的,

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巩固发展不能仅限

于教师的培训,更需要面向未来的教师教育,

培养具有探究思维和创新能力的21世纪新

教师。

这一阶段的政策逻辑表现为稳中求新的

制度成熟期。新加坡通过提出如TE21、V3SK
等框架,为教师构建了清晰的专业发展前景,

形成了以终身学习与专业自治为导向的教师

成长体系。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此阶段展

示了制度路径依赖与再创新并行的特征,新加

坡教师教育进入价值驱动与未来导向的整合

发展阶段。

  二、 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

逻辑

  (一)深层因素:宏观结构影响教师教育政

策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关注政策的宏

观结构。在经济、治理体系、国际环境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政策才能得以建立与完善。

1.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状况决

定政策的基本构架、规模、程度和方向,决定着

政策必要性、可能性和实施效果。独立初期,

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加坡政府通过制

定各种法律法规大力发展工业与制造业,形成

了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经

济体制[12]。劳动力的持续增长使得新加坡教

师教育政策对教师的数量提出要求。进入20
世纪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的持续改善,政

府加大了对教师教育的财政支持,这主要反映

在经常性教育预算中。该预算主要用于支付

人员费用和科研费用,其中人员费用主要包括

教师的薪酬、福利以及学生的助学金和奖学

金。如1970—1971年度、1979—1980年度以

及1989—1990年度,经常性教育经费均占总教

育经费的90%以上,而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的韩国在1982年的经常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

只有79.3%[8]131。1996年,新加坡被联合国列

为发达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促使政府更加重

视将经费投入在教师素质培养方面,如下拨专

项经费支持在职教师带薪进修学习[20]64。2004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少教多学”的教育理念,

其经济发展战略开始注重创新,因而组织教师

参与形式多样的在职培训。

2.教育治理:从政府集权管理转向多元共建

新加坡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是中央集权

制,教育部负责公立学校校长及教师的招聘、

调任等人事业务,并重视对教育管理层和教师

的全方位培训。在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推进

及转型过程中,政府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

色。在国家独立之初,为解决国民整体素质低

下且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教育部实施了扩大

教师培训学院招生规模的政策,以加速基础教

育的发展。随着教师数量的逐步增加,政府转

而通过组织教师教育会议、建立教师教育研究

机构等方式,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1991年国

立教育学院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机构在教

师的选拔与培养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力。

1997年,“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战略提

出后,时任教育部部长张志贤强调,为了激发

学校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教育改革不应再依

赖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而应该赋予

学校更多的决策权[24]。进入21世纪,新加坡

的教育治理体系融合了自上而下的指导与自

下而上的参与机制。教育部逐渐扩大了授权

范围,不再仅限于指定部分学校为自主或自治

学校,而是让所有学校都有机会依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作出选择。政府的角色也从直接的控

制转变为间接的支持,在宏观层面指引教师教

育的发展方向,同时向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

群体乃至个体教师下放权力,构建了一个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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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体系。

3.国际环境:从培养专业型教师转向培养

智能型教师

国际教育理念的形成与演变是各国教师

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加坡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师

教育政策,以应对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

战。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

调将教师职业视为一种专业,并倡导教师专业

化。为了支持新加坡教师的专业成长,教育部

培训与发展司设立了“教师联络中心”,专门负

责中小学校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并为此提

供 了 专 项 经 费。2011 年,教 育 部 制 订 的

“TEACH”框架为教师提供了不同的职业发展

路径,为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进步并提升

专业技能提供了保障。为了应对信息技术全

球化的趋势,自1997年到2019年,教育部共启

动了4期《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ICT-in-Edu-

cationMasterplan)。2020年和2024年又推出

《教 育 技 术 计 划》(EducationalTechnology

EdTechPlan)和《2030年教育技术总体规划》

(TheEdTechMasterplan2030)[17],旨在更好

地将信息技术嵌入教师教学,提高教师数字素

养和信息技术能力,帮助教师学会充分利用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此外,随着全

球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纷纷重视并加

强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新加坡通过发布战

略规划、研制技能框架、融合数字素养理念、强

化教师网络安全意识等举措,全面提升教师的

数字素养,以培养智能型教师,帮助教师更好

地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二)路径依赖:中观制度助推教师教育政

策变迁

路径依赖在政策变迁中的表现是一旦某

项政策确立,由于其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

性预期等因素,会形成正向反馈,促进政策本

身的演进和发展。

1.学习效应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教育对

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教师教育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升。新加坡的教师

教育政策从关注教师数量的扩张到提高教师

的质量,再到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系统化,都表

明政策变迁的时间跨度越长,其学习效应的影

响就越为凸显。伴随21世纪的到来,新加坡的

教师教育政策不断优化并形成了“价值导向”

教师教育范式。2009年,当 VSK模型升级为

V3SK模型时,价值观得到了更多维度的强调。

在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中,价值观作为一个概

念一直存在,如在推出V3SK之前,先有态度、

技能和知识(ASK)模型,后有 VSK模型。但

随着 V3SK 模型的引入,价值观得到了更清

晰、更全面的阐述,包含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价

值观、强烈的教师身份认同感、为专业和社区

服务这3种价值观,提升了教师的象征意义,增

强了教师扮演各种角色的能力。

2.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指在某项政策或制度实施后,

利益相关者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获益,从而制定

与制度协同运行的规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政

策的效果。在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实施涉

及多个部门和机构,包括以教育部、国立教育

学院为代表的教师教育机构组织以及全国各

地的中小学校群。教育部、教师教育机构组织

和中小学校群三方各司其职,彼此合作,在教

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形成紧密的

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了新加坡教师教育的发

展。2009年国立教育学院提出的21世纪教师

教育模式和2012年教育部推出的全新的教师

成长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协同运作对新加坡教

师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辅相成的推动作用,有

助于引导师范生向专业型教师发展。教育部

和教师培训机构为中小学校群输送优秀的师

资力量,各校群为教师的职前职后教育提供了

实习、教学与发展的保障。此外,政府还通过

推出一系列法律及基金、卓越教师奖等激励政

策,保障教师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以及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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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如政府颁布法律明确规定教师享有公务

员待遇以及其他福利,同时对不尊重教师的行

为采取严格的惩罚等[20]33。这些政策的协同作

用有效地调动了教师参与各项培训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进一步增强了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

变迁的协同效应。

3.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指在政策确立之后,主体会对

政策产生预期:当某种政策未能获得广泛接受

时,相关主体会选择寻找新的政策;当新政策

符合社会各界的预期时,个体会根据倾向采取

增加预期实现的行动[25]。教师教育政策的实

施不仅影响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还关系到整

个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教师、校群、家长

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相关者都会对政策

产生一定的预期,并根据这些预期调整自己的

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通

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推动教师教育变革,注重提

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质量。这些政策预

期促使教师更加重视自身的专业发展,并积极

参与教师培训和研究活动。同时,负责教师教

育的国立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以及中小学

校群也根据政策要求,对教师的职前培训、在

职教育与继续教育提供理论指导与教学实践

支持,帮助教师不断提升教学研究能力与教学

水平,确保教师教育一体化培养。此外,学生、

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对国家高质量教育的期望

也促使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以满足

国家对教师教育发展的需求。

(三)动力机制:微观主体驱动教师教育政

策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

都不是偶然,不同微观行动者的利益博弈和共

同作用以及对外部挑战、机遇的积极响应都影

响着政策的变迁和成效[26]。

1.政府的理性选择

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由政府统一规划和

实施,涵盖了教育目标、选拔标准、课程内容等

多方面,同时明确了政策执行的保障措施及成

效评估的具体要求。为了确保这些政策能够

长期有效地贯彻,新加坡政府不仅制定了教师

教育相关法律,还出台了包括《就业法》《工作

关系法》以及《公积金法》在内的多项法律法

规[27],以全面保护教师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法

律框架的建立为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20]136。此外,新加坡政府也毫

不吝啬地对教师教育投入大量经费。这不仅

体现在师范教育时期,也体现在新教师入职以

及在职教师培训与进修阶段。如新加坡政府设

立“卓越教师总统奖”(President’sAwardfor

Teachers)和“杰出青年教育奖”(Outstanding
YouthinEducationAward)表彰有卓越教学成

就、奉献精神、辛勤工作的优秀教师[28]。新加

坡政府在制定奖励政策的同时,还设立了反贪

局等监察机构,以确保教育资金能够专用于教

师教育领域。

2.机构的理性选择

纵观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自1950年至今

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负责教师教育的机构组

织对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实与更迭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图2)。1950年,新加坡

教师培训学院正式成立,新加坡教师教育开始

制度化。教师教育在教师培训学院的主导下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功解决了建国初期

国家对中小学教师数量增长的需求。教育学

院于1973年成立,负责新加坡中小学教师的职

前与在职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教育学院

不只关注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还鼓励教师积

极参与教育研究,这是新加坡教师教育大学化

的第一步。1991年,国立教育学院成立,新加

坡教师教育正式朝着高学历的方向发展。作

为教育部唯一认定的独立自治的教师教育机

构,国立教育学院在面向未来的教师教育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7年至今,国立

教育学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如《迈向2017战

略路线图》《国立教育学院2017战略愿景》等,

不断完善国立教育学院的职能,以加强其作为

未来教育领导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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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0年至今新加坡教师教育机构的演变

  3.教师的理性选择

教师教育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是教师群体,

因此,教师的素质和形象也是推动新加坡教师

教育政策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在动力。新加坡

十分注重教师教育的生源质量,除了招收优秀

毕业生外,还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优秀的师

资,如到中国、英国招聘华文或英文教师[20]85。

同时,从2009年国立教育学院推出《21世纪教

师教育模式》到2023年《21世纪教师教育模

式:赋 能 未 来 教 师》(TE21:Empowering

TeachersfortheFuture)报告的发布,可以发

现新加坡尤其注重教师品质的塑造,教师被赋

予5种角色:人格的塑造者、知识的创造者、学

习的促进者、学习环境的筑造者和教育变革的

推动者[29]。此外,新加坡还赋予了教师在个人

成长和发展上的自主权。例如,教师成长模式

是在教育部和教师学院的指导下,由各地中小

学教师自行设计完成的。教师亲自参与到教

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这样他们能更直接地行

使权利,表达意见,从而使政策的执行得到更

广泛地支持和认同[30]。

三、 结语

从教师的选拔、培训到职业发展,新加坡

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教师教育体系。在薪

酬待遇政策上,新加坡政府为教师教育发展提

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与福利待遇,这有助于吸引

大量优秀人才投身新加坡教育事业,也有效提

升了新加坡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

新加坡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教师教育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同时,新加坡政府、国立教育学院以及各中小

学校群三位一体的协作模式,覆盖教师的职前

教育、在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阶段,打破了政

府、培训机构与任职学校的界限,帮助教师持

续发展,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尽管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新加坡教师

极高的入职门槛可能会导致教师资源的流失。

除国立教育学院培养出的师资生源外,其他有

意从事教师职业的申请者,在经过一系列严格

的筛选后,还需在国立教育学院完成专业的教

师培训课程,才能获得教师资格[31]。另一方

面,新加坡教师高薪酬福利待遇的背后伴随着

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身心负担。新加坡多数教

师需要从事跨年级教育并身兼数职,包括专业

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课程辅助活动、表演活

动、户外活动等[32],许多教师因工作量过大无

法得到充足的休息时间。根据《联合早报》的

报道,超过90%的受访教师认为工作量对他们

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其中心

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最为显著[33]。因此,政策应

当在照顾教师心理健康、提供良好工作环境、

规定适当工作量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此

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新加坡的教

师教育政策需要更加注重培养教师的国际视

野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教师教育改革已取得显著成

效,如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制

度、实施“国培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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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教师职业吸引力和培训质量。然而,在

政策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师培养质量

区域差异明显、职前培养与岗位需求之间存在

脱节、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尚不健全等问

题。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经验为我国

提供了以下启示:在制度协同机制的构建方

面,新加坡政府、教师教育机构与中小学校群

之间形成政策制定—教育实施—实践反馈的

闭环治理模式,有效推动了教师教育的协同发

展。我国也应加快构建高校—地方—学校三

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推动教师教育从碎片化走

向体系化。在教师专业成长路径的设计方面,

新加坡为教师提供了多元发展通道,强化教师

终身职业支持。我国可借鉴其个性化、自主

化、持续化的培育理念,完善教师职前、入职与

继续教育三阶段统筹机制。在教育科研能力

与国际视野并重方面,新加坡高度重视教师科

研能力与国际化培养,形成研究服务于实践的

良性发展。我国应在师范生教育中加强研究

型课程设置,提升教师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全球

胜任力,以 应 对 未 来 教 育 复 杂 化、多 元 化 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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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gicofChangeinSingapore􀆳sTeacherEducationPolicy
———Froma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Perspective

XUHui,ZHAOFengying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eachereducationinSingaporebecameinstitutionalizedin1950,withitspolicyevolution
progressingthroughfourdistinctphases:the1950sand1960sfocusedonexpandingtheteacherwork-
force;the1970sand1980sshiftedtowardenhancingtheoverallqualityofteachers;the1990sbegan
emphasizingthecultivationofteachercompetencies;andsinceenteringthe21stcentury,ithas
continuedtoconsolidateanddevelopinresponsetochangingtimes.Thisstudyemploysa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perspectivetotheoreticallyinterpretthelogicbehindSingapore􀆳steachereducation
policyevolutionacrossthreedimensions:“macro-structural”,“meso-institutional”,and“micro-agent”.
Atthemacro-structurelevel,theevolutionofSingapore􀆳steachereducationpoliciesisconstrainedby
deep-seatedstructuralfactorsincludingtheeconomicsystemdevelopment,theeducationalgovernance
systemreform,andtheinternationaleducationalenvironment.Atthemeso-institutionallevel,the
policychangesexhibitpronouncedpath-dependencecharacteristics,manifestedthroughlearning
effects,synergisticeffects,andadaptiveexpectations.Atthemicro-agentlevel,rationalchoicesmade
bymultiplestakeholders-includingthegovernment,institutions,andteachers-constitutetheprimary
drivingforcesbehindthesepolicytransformations.
Keywords:Singapore;teachereducation;teachereducationpolicy;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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